高文彬：东京大审判最后的中国全程见证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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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的巨幅照片被悬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

　　他曾经达到人生的最大辉煌，也曾经默默承受了28年的黑暗岁月

　　他以亲身经历，对流行一时的《远东国际大审判》一书提出质疑

　　　　

　　将“杀人竞赛”者送上断头台
　　他们并肩站立，军刀拄地，脸上流露出日本式的微笑。他们的身后，是211名中国人的冤魂。

　　刊发于1937年年末东京《日日新闻》上的照片震惊了世界。“百人斩超记录！”这家日本知名媒体使用了如此标题。图片上的两名日本少尉军官———向井敏明与田野毅———在南京大屠杀中，以军刀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“竞赛”，最终以向井杀死106人“获胜”。而田野失败的原因，是军刀“卷了刀刃”。

　　1947年，东京，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办公室。23岁的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，发现了这份报纸。“当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，我的心都碎了。”他说，“作为中国人，惟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。”

　　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将高文彬送往东京的。1946年5月，从上海到东京的航程需要3个多小时。与高文彬同行者还有周锡卿、张培基、刘继武、郑鲁达，因英文出色，他们被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选为翻译。半年之后，脱颖而出的高文彬又担任检察官秘书。

　　载有两名刽子手照片的《日日新闻》，经高文彬之手传回中国南京军事法庭。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审理，是在远东法庭进行的；而对于亲手屠杀中国人的乙、丙级战犯，则在中国国内的不同地区接受判决。

　　“证据引起了中国法庭的高度重视。”高文彬回忆说，“他们通过盟军司令部，抓捕逃亡在日本的向井和田野。由于重名者很多，搜寻几乎持续了半年。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，盟军看到了他们。刽子手已经脱掉军装，头裹白布，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。”

　　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载：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，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。1948年1月28日，抽完最后一支香烟，杀人者被拖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。

　　

　　亲历东京审判
　　从担任检察官秘书到1948年7月回国，大部分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半，高文彬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，收集证据，并将那些沾满中国人血泪的证词翻译成英文。一位年轻的美国少尉也会把前一天的庭审记录送来，由这位中国检察官秘书仔细阅读、整理后装订。“每位法官或者检察官只有一份记录，但我要求提供两份。”高文彬说，“除了为向先生保管之外，我打算把另一份带给我的母校———东吴大学法学院。”而在审理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部分时，检察官秘书也会来到现场，并从雄辩而严谨的中国检察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
　　“二战后的东京一片萧条。”高文彬说，“街头四处是小贩，为生意的不景气满面愁容。而在地铁中，年轻的女孩子会主动拉客，生活的艰苦让她们不得不放弃尊严。”

　　由于中国人是战胜者的身份，所以高文彬受到了很大的“礼遇”。当他在商店和日本人碰面时，他们都会回避。“如果你是弱者，他们会飞扬跋扈；一旦你强过他，他就会对你心服口服。”

　　高文彬住在东京七重洲旅馆，与一名美国军官同室。最初每月的报酬是250美金，当调任秘书职务后，薪水增加到300美金，生活可以过得非常舒适，当时他每月的住宿费用只需两美金，而每天的伙食费是0.4美金。

　　审判是在东京涩谷区的日本陆军省旧址进行的。法庭上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，包括中、美、苏、英、法等，而法官也来自这些国家。审讯工作从1946年5月3日开始，由检察长、美国人季楠向法庭呈递起诉状。开庭之前，先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宪兵将全部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，押上军车，车窗上蒙着黑布。而当下午审理结束后，再按照原样押回监狱。

　　“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，主要被归结为破坏和平罪、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。”高文彬说，“审理共经历两年半时间，开庭818次，受理证据4000多件。东京审判与同一时期欧洲纽伦堡法庭对德国纳粹的审判，是《国际法》的重要发展，为《联合国宪章》中关于制止侵略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定了基础。”

　　尽管出庭时间不多，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。接近80岁的时候，他以寥寥几千字清晰地概括了远东法庭成立的背景及审理过程；又对流行一时的《远东国际大审判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“但最为遗憾的是，我从东京带回来了两木箱庭审记录，在上交后全部失散。”抗战胜利60周年时，老人痛心地说，“很多历史就这样湮没在岁月中。”

　　1948年11月12日，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终于出炉。28名日本人中，7人被处极刑———包括战争的发动者东条、手中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土肥原、板垣；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。

　　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璈、检察官向哲浚、检察官顾问倪征燠等人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，而高文彬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因此更加著名。在赴日的十多名中国人中，70％以上是东吴毕业生。

　　

　　东吴大学的义气书生
　　上海昆山路188号，东吴大学法学院遗址。自1915年建院，这里为中国培养了数百位学术精英，包括新中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日奥、小说家金庸等人。在20世纪初期，它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“比较法”（这里的学生兼修英美法与大陆法，并在学习中感受两种法系的异同———编者注）学院之一。1941年，21岁的高文彬走进白色小楼，成为大一新生。

　　当时上海已经沦陷3年，为了避免在汪伪门下“注册”，从1941年到1945年，法学院曾3次搬迁。先是从昆山路搬入一座教堂，最后又转移到南阳路爱国女校。在颠沛流离中，高文彬学习了数十门课程———其中关于外国法律，都是全英文讲授。

　　“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，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。”他回忆说，“学校在昆山路时，我上学要经过位于常德路的一个日本兵营。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厌恶，我宁可绕路走。”

　　日本人无条件举起白旗的时候，高文彬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。在当时，十之八九的国人都是文盲，可以想象到一个法学学士的珍贵。毕业纪念册上，同学对他评价道：“君神采清朗，短小精悍，雄于膂力，同窗咸戏称其有‘气功’。兄之力学精神，尤非浅浅之徒，所可望其项背。兄于英文，甚宗墨皋兰，读《约翰生传记》，不数日，即能默诵全书……”

　　60年前的毕业纪念册已经泛黄。2005年6月6日，82岁高龄、已经满头银发的高文彬翻开它时，眼睛里流露出飞扬的神采。他指着与他一同赴日参加东京审判、出任检察官顾问的鄂森先生的照片说：“这是我最尊敬的师长。”

　　毕业纪念册的序言是由鄂森执笔的，“春秋朝夕，影烟暮霭。中言而发，愀然而起。当其一纵一横，舌簧如电，目耀如星，充分表现习法者应有之精神。”在另一页，有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歌：“茫茫禹域，整顿匡扶，责任在吾徒！法制兴邦，陪材沪上，几辈已前驱！”

　　

　　晚年的辉煌
　　1945年7月毕业后，高文彬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、老闸区公所户政股股长。在拥有两年多东京审判的经历之后，检察官秘书又回到上海，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———相当于今天的科长。当红旗插上这个大都市的城头，解放军接管了高文彬所在的机构，他留在这里继续服务。

　　没有任何征兆，无妄之灾在1952年降临到高文彬头上。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“特嫌”师长的牵连，受人尊重的外交官被判8年劳改。后回原籍不被接收，在那里呆到1978年。

　　而邓小平的复出给他们带来了希望。

　　1979年冬天，56岁的高文彬回到了阔别28年的上海。他身上的蓝色棉衣四处露出棉絮，手里只有一个破木箱。当他走出上海火车站时，有人把这位参加过东京审判的英雄斥为“叫化子”。

　　上海海运学院收留了他，如今，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。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这里拥有了教授头衔，主讲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私法。“政府后来要对我的冤案进行补偿，但被我谢绝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1984年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找到了他，他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辉煌的历史终于被写入史册。今天，老人的巨幅照片挂在纪念馆“东京审判”的栏目中，他是目前健在的惟一全程见证历史审判的人。

　　1991年，高文彬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，被该院推荐为“马文·安特生基金会”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。这个法学院拥有全美第十的排名。

　　毕竟已经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，病痛折磨着他。1992年之后，他一直在家休养，并指导着海运学院的十几名研究生。

　　“就在我感慨青春不再的时候，命运再次发生转折。”高文彬说，“1997年，一位名叫薛波的陌生人敲开我的家门，请我参与到《英美法大词典》的编辑工作中去。”

　　目前，世界上有两套法律体系并行———中国等国执行的是大陆法，而英、美等国运用的是英美法。国际交流的增多尤其是中国“入世”之后，没有此类工具书的中国法学家们举步维艰。自1993年起，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薛波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者，开始词典的编撰。

　　“解放后中国对于英美法教育的断代，让工作陷入僵局。”薛波说，“在多方求助之后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批东吴学者，从此，工作峰回路转。而参加过东京审判的中国人，有1／3成为词典的编审。”

　　高文彬所负责的，是以A、D、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。北京方面会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他的家里，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。薛波至今保留着老先生们一字一句校对的底稿，他们的敬业会不时让这个坚强的男人泪水满面。“我的参考书是英国《牛津法律大词典》、美国《布莱克法律大词典》等6本砖头一样厚的工具书，在桌子上翻来翻去确实费力。”高文彬说。

　　由于词典的编辑是个人行为，薛波没有向老先生们许诺任何报酬，但这根本不妨碍工作的进展。直到2003年5月——12年的辛劳之后，这本收录了50000个词条、厚达1434页的词典出版时，高文彬已经整整80岁。

　　数名老人在编辑过程中去世，而1998年的一场中风也让高文彬的精力大不如以前。词典的扉页上，记录着这些老人的名字，“这是在参与东京审判之后，我人生中第二次辉煌。”高文彬说。（参见本报2003年1月报道《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》及2004年4月报道《“老兵不会死去，只会默默地消逝”》）

　　上海，东长治路的一个高档小区内，老人品味着他的一生。

　　他精神矍铄，腰板笔直，声音洪亮，但记忆有些衰退。“但有一点我永远不会淡漠，那就是日本对我们的侵略。”高文彬说，“很多时候，当我闭上眼睛，就是我所翻译的几十万字的中国人的血泪证词。历史不能被遗忘，是的，绝对不能！”

